
日本如何预防公共卫生危机
———基于地方政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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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坚持预防为主，是世界主要国家在构建和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被国际社会誉为“危机应对优等生”的日本，坚持将危机预防作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最为核心的工作，并在

地方层面构建起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其核心举措包括依法实施日常监管、排摸

和评估潜在风险、制定并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构建并完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提升

和强化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能力、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演练预案。 基于日本经验，我国在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完善疫情危机预警发布机制、构建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夯
实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以及构筑疫情预防跨部门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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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出现后，日本政府随即在国家层面启动疫

情应急管理机制。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日本紧急修订《有关感染症的预防及针对感染症患者实施的医

疗之法律》，规定从 ２ 月 ７ 日起将新冠肺炎纳入“指定感染症”范畴。 １ 月 ３０ 日，日本中央政府成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简称“对策本部”）。 ２ 月 ７ 日，对策本部制定并发布《有关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症的紧急对策》。 ２ 月 ２５ 日，对策本部制定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的基本方

针》。 ３ 月 ６ 日，日本国会通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相关特别措施法修正案》（简称“特别措施法”）。
４ 月 ７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根据特别措施法颁布“紧急事态宣言”，宣布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
千叶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冈县进入为期 １ 个月的“紧急状态”，以防止疫情出现“不可控”的局面。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之后，日本社会外出人数较之前迅速减半。 鉴于这一突出成效，日本政府决定

于 ４ 月 １６ 日将“紧急事态宣言”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区域。 ５ 月 １４ 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 ３９ 个县

的紧急事态措施。 ５ 月 ２１ 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京都、大阪、兵库 ３ 个府县的紧急状态措施。 ５ 月 ２５
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关东地区 １ 都 ３ 县以及北海道的紧急事态措施。 至此，日本全面解除基于特别

措施法所实施的紧急事态措施，从而宣告抗疫进入尾声。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日本本土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为

１７ ２９２ 人，其中死亡人数为 ９２０ 人（厚生劳动省，２０２０）。 此外，根据札幌医科大学（２０２０）的统计数

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日本每百万人口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为 １３６． ７２ 人，每百万人口死亡人

数为 ７． ２７ 人，这两个数据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而充分证明日本政府采取的抗疫措施取得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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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在笔者看来，日本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并未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其许多防控措施是可圈可点

的。 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本之所以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公共卫生

危机预防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历来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学界

就对日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和卫生监督的机构及其人员进行了考察和介绍（阚学贵和宋文质，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３ 年“非典”发生后，我国学界针对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的研究逐渐增多。 例如，有
学者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创新之动向，进而探讨了卫生行政机构保健所

在功能和结构等方面的组织创新（淳于淼泠、程永明和骆兰，２００７）。 紧接着，有学者开始从宏观层面

考察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制度架构及其主要特点（樊丽萍和赵庆华，２０１１；姚跟、甘彦欢和胡锟

略，２０１３；季英凯，２０１５）。 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学者从国别经验比较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公共

卫生危机的管理体系及其管理模式进行了重新梳理（谈在祥、吴松婷和韩晓平，２０２０；冀勇，２０２０），并
从法律保障、防控体系以及分级诊疗等维度，简要介绍了日本防控传染病的法律体系。

概括而言，我国学界对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度并开展了开拓性研究，然
而这些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未能对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包括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机制、应对机

制、善后恢复机制以及学习机制等在内的中观、微观问题进行研究。 鉴于这一问题意识，同时考虑到

篇幅限制，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和分析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机制并提出若

干启示，以供相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二、核心概念：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与保健所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均属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子系统。 日本也不例外。 公

共卫生危机管理，其日文表述为“健康危机管理”，目前已成为日本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最为重要的危

机管理（仲井宏充和原冈智子，２００７）。 事实上，日本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是在公共危机管理体

系建成后才得以构建和完善的。
（一）日本公共危机管理：概念及其体系建设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７ 日，时任行政管理厅长官后藤田就“如何确立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等事项，向以土

光敏夫为会长的“临时行政改革审议会”提出咨询要求。 同年 ９ 月 １１ 日，“临时行政改革审议会”决
定着手进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研究。 随后，中曾根康弘内阁首次将“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纳入中央政

府的政策议程，并委托时任总务长官中西一郎全权负责。 为此，日本政府临时增设了“内阁官房公共

危机管理等特命事项担当室”（长谷川昭昌，２００４）。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 日，以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为会长的“行政改革会议”建议：“强化中央政府的公共

危机管理体系。 当发生国家紧急事态之时，首相拥有直接指挥和监督中央各部委的权限。”翌年，根
据“行政改革会议”的提议，日本政府将“内阁安全保障室”改组为“内阁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室”（又
称“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并于 １９９８ 年增设以辅助首相为使命的“内阁公共危机管理总监”（官房副

长官级别），从而有效强化了内阁的公共危机管理权限，并据此首次将“公共危机管理”这一术语纳入

官方话语体系（长谷川昭昌，２００４）。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逐步建立贯通上下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并通过《内阁法》第 １５ 条第 ２

项，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公共危机管理是指“针对给国民的生命、身体或财产造

成重大损害的紧急事态，政府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以及为避免该事态发生所采取的防控行动”（总务省

消防厅，２０１７）。 此外，日本中央政府还对公共危机的类型进行了科学划分，即“大规模自然灾害”“重
大事故”“重大事件”“武力攻击事态”以及“其他危机” （关于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有识之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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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２０１３）。 而各级地方政府（地方自治体）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公共危机的类型做出进一步的

细分。 例如， 京都市将中央政府划定的公共危机类型进一步细化为 １２ 类，并对每个小类的公共危机

所包含的事项进行了解释（见表 １）。

表 １　 日本京都市的公共危机类型细分一览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具体内容

类型一

自然灾害 １ 地震、台风、水灾、地质灾害等

大规模事故 ２ 航空、铁路、危险品事故、大范围停电事故等

原子能事故 ３ 原子能灾害

类型二
武装攻击事态 ４ 导弹袭击等

紧急应对事态 ５ 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等

类型三

化学物质、细菌、爆炸物以及
放射线物质等引发的事故

动物事故

环境事故

犯罪事故

观光旅游事故

食品中毒事故

其他危机

６ 使用爆炸物、扫射等方式的恐怖袭击

７ 使用化学试剂、生物试剂等方式的恐怖袭击

８ 因人为失误导致的非恐怖主义事故

９ 拆除有爆炸危险的炮弹等

１０ 外来有毒昆虫等的入侵

１１ 猛兽等脱逃或任其自由活动

１２ 野生动物引起的事故

１３ 光化学烟雾引发的公害事件

１４ 生活用水等的污染事件

１５ 危害幼童及中小学生的犯罪事件

１６ 针对公交等交通工具的劫持事件

１７ 针对神社寺庙等旅游观光地的恐怖袭击

１８ 庙会等大规模活动所引发人群踩踏事故

１９ 大规模食物中毒事故

２０ 有害物质混入食品的事故

２１ 对农产品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故

２２ 传染病等疫情危机

２３ 陨石、人工卫星等的坠落所引发的事故

２４ 网络恐怖主义（包括信息通讯网络的瘫痪）
２５ 自来水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受损（断水等）
２６ 在企业中发生的因谣言而导致经济损失的事故

２７ 其他事故

　 　 资料来源：京都市，《京都市危機管理基本計画〈危機管理対応方針〉》，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ｔｙ． ｋｙｏｔｏ． ｌｇ． ｊｐ ／ ｇｙｏｚａｉ ／
ｐａｇｅ ／ 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１３． 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二）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概念及其体制构建

在日本，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结核病等传染病、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公害事故以及 ８０ 年代发

生的血液制剂等医药品事故，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纳入核心政策议程。 然

而，针对这些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主管保健卫生行政的中央部门厚生省（２００１ 年改组为厚生劳

动省），仍旧只能采取省厅各部门分别应对的传统方式。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鉴于诸如阪神淡路大

地震（１９９５ 年）以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１９９５ 年）等之前从未发生的规模巨大或有别于传统危机

的新型危机的爆发，日本中央政府根据“关于强化内阁公共危机管理功能的行政改革会议”的建议，
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内阁官房中增设“公共危机管理总监”，责令其统一指挥应对那些规模巨大、影响广

泛且无法依靠单个部委加以应对的重大紧急事态（平川幸子，２０１４；平川幸子，２０１６）。
另外，以“因血液制品导致艾滋病感染事件”为契机，厚生省深刻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极

端重要性，遂于 １９９７ 年在大臣官房厚生科学科增设“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室”（后更名为“健康危机管

理灾害对策室”），同时制定和颁布《厚生省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基本方针》，从而将之前由不同部门分

别应对各种公共卫生危机的传统管理体制，调整为大臣官房统一指挥应对的新型管理体制（平川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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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２０１６）。 在《厚生省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基本方针》（２００１ 年修订）中，厚生省首次提出“公共卫生危

机管理”这一术语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即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是指“属于厚生劳动省管辖的、针对

由药品、食物中毒、传染病、饮用水等引发的对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威胁的事态，政府所实施的

健康受损事态防控、事态扩大防止以及紧急医疗救助等业务”（厚生劳动省，２００１ａ）。
紧接着，厚生省相继制定和颁布《药品等危机管理实施要领》 《传染病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

《饮用水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地方厚生（支）局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食物中毒健康危机管

理实施要领》以及《关于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以下简称

《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方针》），据此建立“以厚生劳动省为责任主体的中央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体制”与“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见图 １）。

图 １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国の健康危機管理対策》，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ｉｄｓｃ． ｎｉｈ． ｇｏ． ｊｐ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２１ｋａｎｒｉ ／
２１ｐｄｆ ／ ｓｅｐ． １６＿０１． ｐｄｆ，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三）保健所：日本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

截至目前，日本构建了“内阁官房 ／厚生劳动省—都道府县保健卫生部局 ／都道府县保健所—市

町村保健卫生部局 ／市町村保健中心”这一贯通中央和地方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平川幸子，
２０１６）。 进而言之，在当今日本，由厚生劳动省大臣官房厚生科学科下设的“健康危机管理灾害对策室”
负责收集国内外公共卫生危机信息。 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如果是厚生劳动省能够依靠本部门力量加

以应对的，则由厚生劳动省负责调动和协调本部门力量加以应对；如果是厚生劳动省无法独自应对的大

型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厚生劳动省则应派遣“技术总括审议官”前往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以协助首相

官邸调动和协调所有中央部委的力量，迅速形成“举国体制”加以应对（平川幸子，２０１４）。
当然，出现影响全国的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事实上，绝大多数公共卫生危机主

要发生在地方层面。 为此，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在二级医疗圈①区域，则由该区域

的保健所负责应对；如果公共卫生危机规模较大或形势较为严峻，那么应由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局负

责人或地方行政首长（知事或市长）担任危机应急管理责任人。 不过，即使出现这个情形，地方保健

所，也应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积极协助地方政府负责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俞祖成，２０２０）。 据此，不难

发现，保健所在日本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那么，“保健所”到底为何物？ 日本保健所研究权威野沢秀实认为，日本保健所的历史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１９３５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日本政府提供捐赠，以协助其在东京市和埼玉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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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日本《医疗法》与《医疗法实施规则》的相关规定，“二级医疗圈”是指能够提供除了特殊医疗服务之外的普通
医疗服务区域。



立作为公共卫生技术员教育机构———公共卫生院与保健馆。 同年 １ 月 １ 日，东京市京桥区明石町（现
东京都中央区明石町）开设日本首家都市型保健馆，并随即向约 １５ 万居民提供健康指导和咨询服

务。 ９ 天后，埼玉县所沢町开设日本首家乡村型保健馆，并向辖区内 ４ 町 ２７ 村的约 １３ 万居民提供健

康指导和咨询服务。 １９３７ 年，日本政府出台《保健所法》，其中规定地方政府应以 １２ 万—１３ 万人为

基准设置保健所并根据需要下设若干分所，同时力争在 １０ 年内构筑由 ５５０ 个保健所及其 １ ０００ 个分

所组成的“保健所网络”（野沢秀实，２０１０）。
在保健所诞生后的 ５０ 余年间，伴随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保健所作为公共卫生行政的一线

机构大展身手，为预防和消除诸如结核病等在内的重大疾病做出了重大贡献（藤井真一，１９９９）。
１９９４ 年，日本政府根据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适时将《保健所法》重新修订为《地域保健法》，将
保健所设置所需人口基准调整为 ３０ 万人并重新调整保健所设置主体的法定基准及其法定职责。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日本政府制定《健康日本 ２１》（２１ 世纪全民健康运动计划）。 以此为契机，地方政府开始

着手考虑解决“保健部局与保健所之间的双重行政问题”。 之后，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调整了都道府

县保健所与市町村保健中心的职责分工，其中不少地方政府还将保健所并入保健部局，进而使得地方

政府保健部局与保健所之间的关系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平川幸子，２０１６）。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共设置保健所 ４８１ 个。 其中，

都道府县 ３６３ 个、保健所设置市 ９５ 个、特别区 ２３ 个（见表 ２）。 此外，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保健所及其

分所共计聘任医师、保健师、精神保健福祉咨询员等在内的 １８ 类全职岗位工作人员 ２８ １５９ 人（见表 ３）。

表 ２　 日本保健所的设置主体及其数量演变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保健所总数 ５４９ ５３５ ５１８ ５１７ ５１０ ４９４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４ ４９０ ４８６ ４８０ ４８１
都道府县 ４１１ ３９６ ３９４ ３８９ ３８０ ３７４ ３７３ ３７２ ３７０ ３６５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３
保健所设置市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０１ １０５ １０７ ９７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９９ ９３ ９５
特别区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平成 ３０ 年版厚生労働白書資料編》，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ｗｐ ／ ｈａｋｕｓｙｏ ／ ｋｏｕｓｅｉ ／ １８
－ ２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鉴于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厚生劳动省将保健所重新定位为“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

理之据点”，责令其负责实施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全流程业务，包括危机预防、应急预案制定、应
急措施实施以及危机善后恢复。 所谓保健所，是指负责保障地方居民健康与公共卫生的行政机构。
它在业务上接受厚生劳动省的指导，在行政上接受地方政府①保健卫生部局的领导，具体负责包括

“艾滋病、结核病、性病、传染病等疾病的预防”等在内的 １４ 项法定业务。
１９９８ 年，厚生省组建“地域保健问题研讨会”并于翌年发布关于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政策提

案。 根据该提案，厚生省修订了《推进地域保健对策的基本方针》，明确了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

基本方针，并督促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以强化在地域保健领域具备专业性、技
术性及广域性的保健所在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应发挥的核心功能。 紧接着，厚生省组建“地方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研讨会”并于 ２００１ 年发布《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方针》，以供地方政府

在制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之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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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日本，地方政府的法律称谓为“地方公共团体”（包括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和特别地方公共团体）。 其中，日本民
间习惯将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称为“地方自治体”，主要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含东京都 ２３ 个特别区）两个层级。
在本文，日本地方政府仅指都道府县、政令指定都市、中核市、特别区以及其他指定市（保健所设置市）。 换言之，
本文提及的日本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与保健所业务辐射区域相重合。



表 ３　 日本保健所的全职岗位类型及其人员数量

岗位名称 人员数量（单位：人）

医师 ７２８　
牙科医师 ８０
药剂师 ２ ９０４
兽医师 ２ ２５３
保健师 ８ ３２７
助产士 ５２
护士 １５０
见习护士 ８
放射技师等 ４７１
临床检查技师等 ７４６
注册营养师 １ １６０
营养师 ９７
口腔医学保健师 ３２７
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 ８４
其他
（以下岗位人员由上述岗位人员兼任）

１０ ７７２　 　

医疗社工 ４５
精神保健福祉咨询人员 １ １５４
营养指导师 ９５２
总计 ２８ １５９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平成 ３０ 年版厚生労働白書資料編》，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ｗｐ ／ ｈａｋｕｓｙｏ ／ ｋｏｕｓｅｉ ／ １８
－ ２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关于保健所在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应发挥的功能，厚生劳动省认为，作为地方保健医疗行政

机构，保健所应通过日常监管工作做好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工作，同时在其辖区内构筑公共卫生危机管

理综合体系，并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之际迅速掌握全局情况，调配区域内保健医疗资源，同时整合跨

部门力量以应对危机。 换言之，保健所应发挥的核心功能不应局限于“向居民直接提供医疗和保健

服务”，而在于“调配区域内医疗机构及市町村保健中心等资源，构建向居民提供必要服务的行动框

架，进而发挥危机应对主体之功能”（厚生劳动省，２０１７ｂ）。

三、预防为主：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

厚生劳动省颁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危机预防工作是公共卫生危机

管理最为核心的工作，大致包括“日常监管工作”以及“为了能够在危机发生后采取恰当措施而进行

的事先准备工作”。 具体而言，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厚

生劳动省，２００１ｂ）。
（一）依法实施日常监管

日本政府发现，因混合铀溶液误用所引发的东海村临界事故以及误用含有尚在增殖中的金黄葡

萄球菌的奶粉而引起的雪印乳制品食物中毒事件，均属于相关企业未能遵守相关法律而导致的公共

卫生事件。 此外，日本政府还意识到，政府部门基于错误的检测结果或片面的分析结果而对相关企业

采取不恰当的行政处分或业务取缔事件，折射出政府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的缺陷以及政府官员法

治意识的淡薄。 为此，厚生劳动省要求日本地方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实施日常监管工作并督促政府工

作人员时刻保持法治意识。
鉴于以上考量，日本政府陆续出台并不断完善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并详尽规定

地方政府必须实施的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措施（见表 ４）。 同时，厚生劳动省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充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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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类法律的宗旨要义，以避免危机预防措施偏离法治精神。 此外，如果是市町村政府负责实施的法

定措施，那么保健所应对这些法定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逐一确认。

表 ４　 与公共卫生危机预防相关的法定措施

编号 预防措施 具体内容

１ 感染症对策

感染症法 受理来自医生的呈报、劝告患者住院、采取住院措施、限制就业、对物
件进行消毒

预防接种法 实施临时的预防接种工作

结核预防法 实施常规外健康诊断、实施预防接种工作、受理来自医生的呈报、禁
止从业、命令住院

狂犬病预防法 受理来自兽医的呈报、隔离犬类等动物、发布狂犬病爆发信息、实施
临时预防注射工作、限制移动、切断交通

检疫法 检疫前入港的船舶负责人向保健所所长进行通报、根据保健所所长
的命令实施消毒等的措施

２ 食品卫生对策 实施临时检查、实施抽样检查、取缔或暂扣营业许可、下令回收

３ 兽医卫生对策 取消屠宰场等的建设许可

４ 与生活卫生有关的营业对策 取消剧场、旅馆、公共澡堂的营业许可

５ 自来水管道对策 实施临时性水质检查、紧急停止供水

６ 医疗对策 取消医院等的开设许可

７ 药物对策、剧毒物对策 实施出入检查、取消许可或备案

８ 废弃物对策 取消废弃物处理业务的许可或设施营业许可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地域における健康危機管理について ～ 地域健康危機管理ガイドライン ～ 》，２００１ 年３ 月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ｓｅｉｄｏ ／ ｋｏｕｓｅｉ ／ ｋｅｎｋｏｕ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二）排摸和评估潜在风险

在日常监管工作中，保健所和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局应对辖区内可能引起公共卫生危机的潜在

风险进行彻底排摸和全面评估，并根据过往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频率、规模、位置以及时间等信息，研
究和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应对举措。

例如，针对洪水、海啸、泥石流以及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可能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保健所要研

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此外，针对机场、港口、石油化工厂、有害化学物品工厂以及原子能发

电站等设施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潜在风险，保健所也应进行彻底排摸和全面评估，并根据都道府

县等政府制定的地方防灾计划事先制定危机预防和应对措施。 另外，鉴于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工厂爆

炸等事故可能造成复合型灾难，保健所需要专门研究和制定针对这一特殊危机的预防和应对举措。
（三）制定并完善危机管理指导手册

截至目前，厚生劳动省、环境省以及文部科学省等中央部委制定和颁布了《食物中毒处理要领》《有关

水质污染事故的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制定手册》《厚生劳动省防灾工作计划》《针对小儿麻痹疫苗接种后引发

的健康残疾报告之应对手册》《有关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调查对策方针运用基准》以及《地方防灾计划制定

手册》。 日本政府要求保健所或地方政府根据前述文件，并结合都道府县等政府制定的《地域防灾计划》以
及《紧急时期医疗救助活动指导手册》等文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

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危机管理指导手册后，保健所等部门应向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宣讲，同
时联合消防部门、警察部门、自卫队以及医疗机构等组织定期举行危机模拟演练，以检验指导手册的

实效性并做出修订和完善。
（四）构建并完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１． 构建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首先，明确应急管理责任人和构建指挥命令系统，是公共卫

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最为核心的事项。 对此，厚生劳动省建议，如果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在二级医疗圈

区域，那么应由保健所所长担任应急管理责任人；如果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的规模较大或形势较为严

峻，则应由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局负责人或地方行政首长（知事或市长）担任危机应急管理责任人。

·３０１·

俞祖成：日本如何预防公共卫生危机———基于地方政府的视角



其次，在构建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过程中，应充分留意并全力确保应急管理工作所需的专业性

和技术性。 为此，保健所所长应在日常工作中反复确认法律所赋予其的管理权限，以及地方行政首长

根据法律授权委托其掌管的工作事项。 当然，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有可能出现所长因出差等原

因不在场的情况。 对此，保健所要事先制定预案加以应对，并尽可能确保具有医生资格的职员担任临

时所长，以确保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最后，保健所和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

局在构建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过程中，应对辖区内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类型、规模、紧
急程度以及应对举措进行分析和归纳。 同时，保健所等部门应假设可能发生危害重大且扩散速度较

快的公共卫生危机，并事先制定 ２４ 小时全天候紧急应对预案。
２． 维系“合并型组织”的专业应对能力。 近年来，不少日本地方政府开展了将保健所和福祉事务所

进行合并的改革。 对此，厚生劳动省建议这些合并型组织应明确区分“日常工作机制”与“以保健所为核

心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换言之，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即使合并前的保健所所长未能担任

合并型组织的负责人，也应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此外，合并型组织应确保原保健所工

作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同时确保这些工作人员在应急管理期间接受原保健所所长的指挥调配。
３． 提高应急管理人才的综合技能。 鉴于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地方政府应

根据《地域保健法实施令》第 ５ 条的规定，聘任足够数量的医师等专业人才并将其恰当地配置于保健所，同
时联合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国立公共卫生院以及其他专业研究机构，向这些专业人才提供相应的在职培训。
具体而言，这些旨在提升应急管理人才综合技能的在职培训至少应包括：危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培训、流行

病学调查业务技能培训、疫情危机信息收集技能培训以及疫情危机原因调查能力提升培训。
４． 保障应急管理所需专业器材。 确保应急管理期间的通讯顺畅，是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关键环

节。 为此，保健所等部门应在平时做好应急专用电话、手机、无线电、卫星电话、发电机以及能够连接

卫星电话的笔记本电脑等通讯器材的保障工作。 同时，保健所和地方卫生研究所应在平时储备充足

的医疗器材并进行维护管理。 根据《电气通讯事业法》第 ５６ 条的规定，保健所等部门在应急管理期

间有权优先使用“灾害专用电话线路”。
５． 强化针对危机预警信息的警觉性。 保健所应建立“全年 ２４ 小时危机预警信息收集机制”。 一

方面，保健所应依法开展传染病流行动向调查，努力通过日常监管工作以掌握公共卫生问题的发展动

向，同时联合环境部门共同监测有害物质的泄露及扩散动向。 另一方面，保健所要对来自居民的公共

卫生问题咨询等信息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居民提供的咨询信息往往蕴藏着公共卫生危机的苗头。
６． 构筑跨部门的沟通协商网络与职责分工体系。 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期间各部门之

间的无缝隙合作，保健所应在日常工作中通过跨部门协商机制以及地方保健医疗协议会机制，构筑公

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跨部门沟通协商网络，并事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见表 ５）。
７． 健全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保健所等部门应充分考虑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特殊公共卫生危机，并

根据《药事法》等法律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相关医药用品的储备工作。 例如，如果辖区内设有有

机磷加工工厂，则应做好“解磷药剂”等药品的储备工作。 如果辖区内存在毒蛇出没的情况，则应提

前做好“抗蛇毒血清”等药品的储备工作。 关于医药品的储备工作，厚生劳动省建议地方政府尽量储

备在医药批发中心、药品代销店以及灾害应急据点医院。
（五）提升和强化危机应急管理能力

如何提升和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能力？ 为此，日本政府建议，地方政府应在日

常工作中提前熟知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各种原因以及应采取的有效举措，同时培养工作人员应

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综合素质。 具体而言，首先，保健所等部门应在平时做好应急管理所需信息的整理

工作，包括特殊医药用品储备机构名单、化学物质和传染病研究专家名单、居民避难场所清单、直升机

紧急起降场所清单以及临时救灾场地管理人员名单；其次，保健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在平时做好专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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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收集和阅读、国内外疫情信息收集和研判、与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络等工作。 最后，保健所应

在平时加强与地方卫生研究所等机构的合作研究。

表 ５　 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期间的跨部门合作及其职责分工

编号 合作部门 合作事宜及职责分工

１ 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市町村
卫生主管部门、地方卫生研究所

◎收集危机信息、调查危机原因、救助受灾群体
◎市町村负责向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受灾脆弱群体”提供危机信息、避难协助及
其他必需物资
◎事先明确保健所与都道府县、市町村及其他保健所等组织之间的职责分工

２ 地方医师协会、医疗机构、福祉
部门、消防部门、教育部门

◎保健所通过“广域灾害·急救医疗信息系统”掌握地方医疗服务及急救医疗服务
供给情况，同时联合地方医师会、消防部门、医疗机构召开“急救医疗对策协商会
议”，确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保健所携手地方医师会、福祉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医疗机构，向危机发生后仍需
“居家医疗服务”的脆弱群体（疑难杂症患者、精神疾病患者、居家使用人工呼吸机
的患者、居家透析的患者等）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３ 劳动基准监督署、都道府县劳
动局

◎针对辖区内化工品工场、原子能发电等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设施，保健所应
在日常工作中携手劳动基准监督署和都道府县劳动局等部门，做好应急预案、医药
物资储备以及职责分工等准备工作
◎评估和预测饮用水中毒、食品污染以及其他环境污染等事故的发生可能性，并联
合相关部门建立联防联控等合作机制

４ 警察部门、消防部门 ◎在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的牵头下，保健所与警察部门、消防部门建立三方合作
机制，就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合作事宜签订事先协议

５ 志愿者组织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周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 为此，保健所等
部门应提前建立与志愿者组织等民间力量的对接机制以及救灾捐赠款物接受机制

６ 地方卫生研究所、警察部门、高
校机构及其他试验研究机构

◎为了迅速查明危机产生的原因，保健所应联合地方卫生研究所、警察部门、高校
机构及其他试验研究机构等组织，构建危机原因调查合作机制及其责任分工机制

７ 大众媒体 ◎鉴于大众媒体在危机信息发布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保健所等部门应在平时构
建与大众媒体之间的沟通合作机制，确保危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８ 日本红十字会 ◎日本红十字会拥有丰富的应急救灾经验，例如急救医疗服务供给、疫情防控技术
支援。 为此，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应在平时与日本红十字会下设都道府县的支
部建立应急合作机制

９ 自卫队 ◎根据《自卫队法》等法律的规定，日本自卫队负有应急救灾的义务和权限。 为此，
保健所应通过都道府县知事部局，在日常工作中与辖区内的自卫队驻军保持信息
的沟通，并事先签订危机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地域における健康危機管理について ～ 地域健康危機管理ガイドライン ～ 》，２００１ 年３ 月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ｓｅｉｄｏ ／ ｋｏｕｓｅｉ ／ ｋｅｎｋｏｕ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六）制定和实施危机应急演练预案

居安思危并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是做好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保健所等部门

应提前制定并定期实施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演练预案。 例如，保健所等部门可以针对其他区域发生的

公共卫生危机进行体验式或模拟式应急演练。

四、结语：日本经验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近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权威专家薛澜（２０２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

社会启蒙课”，警醒我们“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把关口前移，把风险评估作为新的工作

抓手，在国家各个层面能够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制度，准确地把握各个领域面临的各种风险，制定消

除风险或适应风险的工作计划”。 同时，我们要尽快“完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 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

革，激励地方政府从被动的应急管理转变到主动的风险管理，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亦

即本文的研究趣旨所在。 我认为，日本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至少可为我们提供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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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疫情危机预警发布机制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记者董倩的专访中坦承：“武汉市政府的信息

披露不及时，社会各界对疫情预警等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继而，周先旺市长解释道，武汉市政府

接到疫情预警信息后须获得国务院授权后方可发布。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２０２０）反驳道，
武汉市政府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启动疫情预警机制，其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 ４３ 条的规定，武汉市政府应当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不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４ 日）向社会发布三级或

四级预报并宣布进入疫情预警期。 而北京大学俞可平（２０２０）则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危机，首先源自疫情信息没有得到及时发布，发布的信息常常不准确，而且还出现了‘朝令午

改’的笑话和将知情医生‘造谣示众’的悲剧。 更为严重的是，至今若干关键信息还不为公众所知，昨
天流传的武汉小区居民自发向前往视察的中央领导高喊‘假话’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在现代国家，公共危机预警尤其是疫情危机预警是一项法定制度，国家应通过立法要

求政府或其他法定机构在危险尚未转化为突发事件之前，将有关风险的信息及时转告给潜在的受影

响者并使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尽可能减少事件的不利影响。 否则，很可能出现因危机预警不及时或

瞒报、迟报预警信息所引发的不可挽救的重大损失。 对此，有学者批评道：“这次新冠肺炎最令人遗

憾的是，与非典事件相似，我们还是在早期风险认知、研判和预警阶段出了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

跌倒，这个教训的确非常深刻。”（薛澜，２０２０）反观日本地方政府的做法，保健所在建立“全年 ２４ 小时

危机预警收集机制”的同时，努力通过日常监管工作以掌握公共卫生问题的发展动向，同时联合相关

部门进行疫情危机的全面监测。 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员极为重视居民提供的相关信息并做到全面

甄别，一旦发现疫情预警信息，则第一时间上报所长等领导干部并根据法律规定向社会发出预警。 基

于日本经验，我们建议一旦发生疫情危机，应允许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赋予地方政府

更多平时并不拥有的权力，以便更加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尽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薛澜，
２０２０）。 为此，我国应尽快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二）构建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出现的“疫情危机预警发布机制失灵”问题，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

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的不足与短板。 对此，习近平（２０２０）近日发表谈话指出，我们要尽快“完善疫

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要抓紧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健全执法管理体制及职责，坚
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要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
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 同时，
我们“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 要

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 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组织基层开展疫

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要强化疫情防控

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而在日本，基于对过往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不足和教训的深刻反思，构建和完善了公共卫生危机防

控法律体系，并对地方政府必须实施的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措施做出了详尽规定，同时要求地方政府须

充分理解各类法律的宗旨要义，以避免疫情危机措施偏离法治精神。 此外，日本政府还从“潜在风险

的排摸和评估”“危机管理指导手册的制定和宣讲”“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危机应急演

练预案的制定和演练”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做出了全面的规定。 基于日本经

验，我国应尽快构建和完善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从而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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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同时，依法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敦促其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
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三）夯实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疫情危机应急物资的频频告急，时刻牵动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焦虑心

绪。 不容置否，这个问题暴露了我国缺乏健全的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对此，习近平（２０２０）
指出，我们要尽快“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这次疫情防控，医用设备、防护服、口罩等物资频

频告急，反映出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存在突出短板。 要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

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 要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

上。 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
规范质量标准，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 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
构，提升储备效能。 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

调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而在日本，保健所等部门在平时就有意识地做好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包括疫情危机应急管理

所需通讯器材和疫情危机应急管理所需医药品。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保健所等部门还能根据辖区内可能

发生的特殊公共卫生危机，提前做好特殊医药用品的储备工作，同时积极寻求日本红十字会的协助，提前做

好血液制剂等医药用品的储备工作。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如防护服等）储备

严重不足问题以及其他储备方面还可能存在的类似问题，我们应积极学习和借鉴日本经验，系统梳理国家

储备体系短板，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进而提升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的效能。
（四）构筑疫情预防跨部门合作网络

俞可平（２０２０）近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上级与下级、专家

与学者之间竞相‘甩锅’，一种是问题一出现，便迅速处理一长串官员”。 在我们看来，这个现象的背

后深刻影射出我国在疫情预防和防控方面缺乏健全的跨部门合作机制。
而在日本，任何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危机发生后，政府体系有条不紊的应急管理工作、社会

力量迅速高效的救援参与行动以及普通民众冷静沉着的危机应对行为，被国际社会盛赞为“危机应

对优等生”。 日本各级政府早已意识到“有限政府”已成为时代常态，危机预防和防控工作不仅需要

政府体系内部的无缝隙合作，而且需要基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通力合作。 基于前文所述我们发现，
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构建了多达几十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而且还构筑了与

志愿者组织、日本红十字会以及高等院校之间的协同网络。 一言以蔽之，日本在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和

防控方面构建的“跨部门合作网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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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 ａ ｎｅｗ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ｗ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ｖｅ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ｗａｓ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ｆｕｌ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ｏｒｔ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ｔｈｒｉｖ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 ｐｉｌｏ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ｌａｎ 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 ｔｏｗｎ ｔｏ ａ 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ｂｉ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ｙ Ｆｅｉ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 ｐ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ｉｔｓ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ｏｗｎ ｔｏ ｃｉｔｙ， ｂｙ
ｄｅｐｉｃ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 ｇｒｅｗ ｉｎｔｏ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 ｆａｃｔｏ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ｉｇ ｔｏｗ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ｔａ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ｏｗｎ ｔｏ ｃ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ｔｏ 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ｂｉ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ｇ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Ｙｕ Ｚｕｃｈｅｎｇ
　 　 Ｗｈ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Ｊａｐａｎ ｔａｋｅ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ｓｋ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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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ｔｓ ｕｐ 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ｓｉｘ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ｗ，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Ｊａｐａｎ’ 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ｉｖ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ｔ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ｌｅ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ｓ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ｆｉｒｍ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ｅｒｙ ｗｅａｋ．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ｗ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ｌｏ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ｉ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ｈｉ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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